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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考察了中国公 众 的 结 果 公 平 感 和 机 会 公 平 感，检 验 并 比 较 了 社

会结构解释和相对剥夺解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大多数公 众 认 可 结

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 会 公 平 感 高 于 结 果 公 平 感，但 二 者 仅 微 弱 相 关。结

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外资 和 私 营 单

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具机会公平感，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 结 果 和

机会分配均持批评态度。“个 体 相 对 剥 夺”而 不 是“群 体 相 对 剥 夺”对 分 配 公

平感有决定性影响，结果公 平 感 只 受 横 向 剥 夺 影 响，而 机 会 公 平 感 则 主 要 受

纵向剥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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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转型、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转型路径，体现

为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逐步替代，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造就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然

而，随着改革深入，片面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即经济

虽然高速度增长，但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城乡

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渐趋严重（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Ｌｉ　＆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０８；Ｗｈｙｔｅ，

２０１０），这些问题对中国社会转型形成挑战，进而引起对“效率与公平”
关系的反思。近年来的全国性调查也显示，社会公平和收入差距问题

已被公众广 泛 认 为 应 该 得 到 政 府 和 社 会 的 更 多 重 视（沈 明 明，２００９：

８６）。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在短期内经历了经济、政治

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如何评价和认知改革所带来的分配状态，尤其

是当前的分配状态是否被视为合理就至关重要。转型社会中，一方面，
对分配 公 平 的 认 知 直 接 决 定 着 公 众 对 经 济 和 政 治 合 法 性 的 认 可

（Ｗｅｇｅｎｅｒ，２０００）；另一方面，人们对分配公平 的 理 解 关 系 到 国 家 基 本

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Ｌａｄｄ　＆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８０）。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公平？王绍光（２００６）的分析发现，

公平的客体包括尊严、权利、机会和结果等多个维度，结果公平也涉及

收入、资产、幸福、资源、能力和参与等多个子维度。我们可以从中提炼

出一些现代社会公认的社会公平的基本维度，如结果公平、机会公平和

程序公 平（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Ｖｅｒｂａ　＆Ｏｒｒｅｎ，１９８５；Ｂａｒｒｙ，２００５：３７）。
这三种公平在转型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张曙光，２００４；
姚洋，２００４；王绍光，２００６）。分配公平旨在研究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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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分配的公正性（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８５：３１），机会和结果公平均是其重要内

容。机会公平强调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分配，指社会中所有人都

应拥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结果公平则追求实质公平，要求收

入和财产等有价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分配；程序公平关注分

配过程，强调所有人在机会和结果获取的过程或制度上被公平对待。
分配公平感指人们对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根据分

析层次的差异其又可分为微观公平感和宏观公平感（Ｂｅｒｇｅｒ，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２；Ｂｒｉｃｋ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关注微观公平感。
结 果 和 机 会 是 公 众 判 断 社 会 资 源 分 配 是 否 公 平 的 两 个 最 基 本 维 度

（Ｖｅｒｂａ　＆Ｏｒｒｅｎ，１９８５；Ｋｌｕｅｇｅｌ　＆Ｍａｔｅｊｕ，１９９５：２１４）。尽管结果公平是

分配公平的重要领域，但公众对自己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的认知在现

实社会中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４３；Ｗａｎｇ，２０１０；

Ｗｕ，２００９）。结果不平等描绘的是收入和财富等有价资源分配的结果，
而机会平等则涉及 缩 小 差 距 和 赶 超 别 人 是 否 可 能 的 问 题（边 燕 杰 等，

２００８：２９），二者分别反映分配公平的不同方面。现有研究对结果公平

感有深入讨论（马磊、刘欣，２０１０；翁定军，２０１０；王甫勤，２０１１），却忽视

了机会公平感，更未能分析二者的关系及形成机制的差异。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数据，描述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

平感，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探讨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对两种公平感的

影响，并比较两种公平感在形成机制上的异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改革的 深 入，中 国 逐 渐 形 成 阶 层 化 社 会，阶 层 间 的 边 界

（如生活方式和文化）和阶层内部认同开始形成（孙立平，２００６），有研究

发现阶层意识渐趋清晰化（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翁定军、何丽，２００７：

７３）。社会结构被认为是影响分配公平感的重要因素，而学术界对社会

结构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存在不同看法。马磊、刘欣（２０１０）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分配公平感之间不存在“结构决定论”的问题，客

观社会地位与分配公平感也不存在线性对应关系。不是农民和西部地

区居民，而是城市居民、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和中部居民更不接受当

前的不平等现状（怀默霆，２００９）。翁定军（２０１０）基于上海市的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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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平感是联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意识的中介变量，社会经济

地位较高的人更倾向公平认知。王甫勤（２０１１）在上海的研究也表明，
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不平等的归因影响分配公平感。

关于社会结构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当前研究大多从社会分层角

度抽象地阐述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而没有区分社会结构不同部分的

独特影响（孙明，２００９；马磊、刘欣，２０１０；王甫勤，２０１１）。概括起来，社

会结构主要通过三个机制影响分配公平感。首先，社会结构反映地位

资源分配的群体不平等，决定着不同地位群体的利益所在。较高地位

群体的人通过认可 现 有 分 配 制 度 及 结 果 的 合 法 性 保 障 阶 层 的 优 势 地

位，较低地位群体的人则更可能认为现有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其次，
人们进行 分 配 公 平 评 价 的 标 准 源 于 社 会 结 构 地 位（Ａｌｗｉ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１１２）。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倾向于当前社会中普遍适用的分

配原 则，而 地 位 较 低 的 人 倾 向 于 更 为 平 均 的 分 配，甚 至 要 求“劫 富 济

贫”。孙明（２００９）注意到，在分配市场化的今天，“应得原则”已经主导

分配公平观，但社会底层却更支持“平均原则”。第三，生命历程（尤其

是职 业 生 涯）中 的 社 会 流 动 在 公 平 感 的 形 成 中 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Ｗｅｇｅｎｅｒ　＆Ｌｉｅｂｉｇ，１９９５：２７２）。社 会 结 构 地 位 并 非 只 是 静 态 的 地 位

差异，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是改革以来社会流动的某种积淀。从社

会流动角度看，社会转型中的“赢家”和“输家”对分配公平有着迥异的

态度（Ｖｅｒｗｉｅｂｅ　＆Ｗｅｇｅｎｅｒ，２０００；怀默霆，２００９）。随着改革的深入，改
革的获益者与受损者日益明晰化，对分配公平的感知也有分化的趋势。
此外，在城乡分割体制下，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逐渐形成特

定的社会构建，对其社会地位和分配公平有着完全相异的看法（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值得注意的是，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８５：２０８）认为教育对机会公平有独

特影响。因为正式教育的目标在于认知发展、培养动机和发展社会和

伦理价值，其根本功能在于在人群中分配优点（ｍｅｒｉｔ），为人们提供向

上流动的 基 本 动 力。教 育 是 确 保 优 势 获 得 之 机 会 均 等 的 基 本 机 制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８：５４）。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组假设：
假设１犪：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认可结果公平；
假设１犫：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认可机会公平；
假设２犪：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结果公平感就越强；

·２１１·

社会·２０１２·６



假设２犫：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机会公平感就越强；
假设３犪：职业阶层地位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认可结果公平；
假设３犫：职业阶层地位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认可机会公平。
单位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从分配的角度说，市场化改

革改变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开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分配收

入、教育、就业等核心社会资源。学术界还就市场转型带来的分配效应

展开激烈论战（边燕杰等，２００２），如“市场转型论”与“权力维系论”关于

政治资本（公有单位、党员等）回报的争论。单位差异代表着不同的产

权形式和分配制度，也反映着市场化的演进程度。中国同时存在着国

有、集体、外资、民营和个体经营等多种单位类型，不同类型的单位具有

不同的工 资 福 利 制 度、流 动 晋 升 机 制 和 劳 资 关 系（罗 忠 勇、尉 建 文，

２００９）。尽管引入市场机制，但国有单位仍然延续了平均主义分配；外

资企业承袭资本输出国的企业制度，通常根据能力和业绩分配收入和

晋升机会（刘林平、郭志坚，２００４）；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在分配

制度上主要基于能力和业绩。此外，个体经营者（如个体工商户、国企

改制后的下岗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直接面对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生
产和分配由市场决定。农村保留了集体所有产权，经营上包产到户，村
集体和个人在分配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孙明（２００９）发现，市场化程度

较低的党政机关和公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更接受“平均原则”，而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私有部门雇员和农民则倾向“应得原则”。现在或曾经在国

企工作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怀默霆，２００９）。基于以上讨

论，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犪：相对于隶属于市场化程度 较 低 的 公 有 和 农 村 集 体 单 位，

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私营或外资单位雇员和个体经营者更倾向认可结果

公平；
假设４犫：相对于隶属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 和 农 村 集 体 单 位，

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私营或外资单位雇员和个体经营者更倾向认可机会

公平。

（二）相对剥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对分配公平的感知来源于在“社会比较”

中产生的“相对剥夺”（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５４；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
相对剥夺发生于如下条件：（１）知道他者拥有Ｘ；（２）期望得到Ｘ；（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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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应得Ｘ；（４）认为获得Ｘ是可行的（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刘欣（２００４）
发现，城市居民的阶层认知就来源于急剧变动社会中人们对自身社会

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感知，并因此形成明确的阶级或阶层意识。中国

的其他相关研究也发现，相对剥夺（局部比较论）较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结构决定论）能更好地解释分配公平感（马磊、刘欣，２０１０）。
相对剥夺解释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选择参照群进行比较。该理论

认为，参照结构（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 选 择 分 别 发 生 在 微 观 和 宏 观

领域（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微 观 领 域 是 指 家 庭、工 厂 和 社 区 等 同 质 性 群

体，宏观领域指不同的文化或结构性条件（Ａｌｗｉ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群体

相对剥夺假定个体处于一种被剥夺状态，并感受到相对于社会其他群

体的被剥 夺 状 态，人 们 将 产 生 相 对 于 参 照 群 的 不 公 平 感（Ｒｕｎｃｉｍａｎ，

１９６６）。个体相对剥夺也发挥重要影响（Ｖｅｒｂａ　＆Ｏｒｒｅｎ，１９８５：３），它的

对象是社会交往中的具体个体，形成主要基于个体判断，缺乏充分的社

会化过程。当人们未能实现自认为应得和匹配的生活期望时，人们的

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幸福获得等重要社会资源的差别就通过个体相

对剥夺体现。早期研究发现，在评价不平等时，大多数人只基于相对受

限的参 照 群 体 与“类 己 者”进 行 比 较，而 不 是 与 广 泛 的 社 会 比 较

（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Ｅｖａｎ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近年的研究表明，伴随着日益

增加的社会异质性，群体间差异更为复杂多样。加之信息化时代网络

和大众媒体普及的影响，作用于群体间比较的信息大量增加，大众逐渐

熟知社会上层的收入和消费方式，因而群体相对剥夺对人们公平感的

影响也日益加剧（Ｓｃｈｏｒ，１９９８；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３）。
人们不仅进行人际间（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比较，也进行人际内（ｉｎｔｒ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比较。Ｇｕｒｒ（１９７０）尤为强调相对剥夺的动态性，递减性剥夺

是他解释暴力社会运动的关键概念。由于缺乏纵贯研究，尽管不少研

究者强调纵向 比 较（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Ｇｕｒｒ，１９７０），但 纵 向 相 对 剥 夺 直

到近年才 受 到 关 注（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２００２；Ｇａｒｔｒｅｌｌ，２００２）。基 于 反 事 实 比

较，Ｏｌｓｏｎ和Ｒｏｅｓｅ（２００２）发现，人们在与过去的比较中能够 生 成 向 上

和向下的相对剥夺。
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相对剥夺，人们不仅在特定时点进行横向

比较，还与自己或所属群体过去的生活体验进行纵向比较（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Ｗｅｇｎｅｒ，１９９１；马磊、刘欣，２０１０）。考虑到人们进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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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参照范围和时间的差异，本文引入“群体剥夺—个体剥夺”、“横

向剥夺—纵向剥夺”两个维度，将参照结构分为个体横向剥夺、群体横

向剥夺、个体纵向剥夺、群体纵向剥夺四个子类型。简言之，横向剥夺

指人们在特定时点以他人（群体）为参照，对其分配状态进行的横向比

较，而纵向剥夺指人们以自己的当前状态，与自己或者他人（群体）的过

去状态进行纵 向 比 较。横 向 剥 夺 更 可 能 是 强 调 结 果 公 平 感 的 心 理 基

础，而纵向剥夺却与强调流动机会的机会公平感密切相关。据此，笔者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５犪：个体和群体横向剥夺感越 强，人 们 越 不 认 为 当 前 的 结 果

分配是公平的；
假设５犫：个体和群体纵向剥夺感越强，人们越倾 向 认 为 当 前 的 机

会分配不公平。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０９年的“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该调查

由怀默霆等和北京大学国情中心合作实施，采用分层多阶段 和ＧＰＳ／

ＧＩＳ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该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户籍抽样中的人户

分离、一户多址以及行政边界不清的问题（Ｌａｎｄｒｙ　＆Ｓｈｅｎ，２００５）。首

先，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７个区域；然

后分四阶段抽取初级抽样单位（半度格）、次级抽样单位（一分格）、三级

抽样单位（半分格）和小格，实地抽取有人居住的地址，并按照Ｋｉｓｈ表

在该地址抽取一名１８－７０周岁且居住满１个月的成年人为受访人。
调查在２３个省、市、区共抽取４　２７９位受访人，完成访问２　８６６位，有效

应答率为６６．９８％。

（二）变量界定及测量
１．因变量

分配公平感　受公平理论的影响，分配公平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分

析人 们 或 群 体 间 报 酬 和 产 出 的 分 配 状 况（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Ｄｅｕｔｓｃｈ
（１９８５）拓展了这一概念，认为分配公平应该关注有关个体福祉因素的

方方面面，如机会与晋升等。分配公平感分别测量人们对微观“结果”
和“机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依据亚当斯（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对 分 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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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原初定义，人们的公平评价基于对投入和所得的比较，当所得等于

投入时，人们会认为报酬分配是公平的，而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会造成

两 种 不 公 平 感：欠 受 益 （ｕｎｄ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ｎｅｓｓ）和 过 受 益

（ｏｖ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ｎｅｓｓ）。由于客观投入与产出难以衡量，近来研究发现，
人们只要感受到回报大于其贡献而无所谓是否对等，公平感就会产生

（Ｐｏｌｋ，２０１１；马磊、刘欣，２０１０）。结果公平感用“工作报酬比应该得到

的少很多、少一些、基本合理、多一些，还是多很多”测量，赋值为１－５，

数值越大，结果公平感越强。机会公平感指人们对向上流动机会大小

的感知（Ｗｅｇｅｎｅｒ，１９９１；Ｏｌｓｏｎ　＆Ｒｏｅｓｅ，２００２），用 人 们 对“提 高 生 活 水

平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的赞同程度测量，赋值为１－５，数值越大越认为

自身的流动机会是公平的（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

１．考虑到样本量较小，本文将刘欣（２０１０）职业 分 层 中 的 社 会 上 层 和 中 产 上 层 合 并 为 社 会 上

中层。

２．自变量

社会结构　本文以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和单位类型综合测量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

专及以上四类；收入水平是受访人在２００８年的家庭人均收入；为方便

比较，职业分类采取了刘欣（２０１０）对城市阶层的划分框架，并结合怀默

霆（２００９）对农村职业分层的划分，将职业分层划分为社会上中层１、中

产下层、技术工人／一般职员、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

户、城市其他、农民和农村非农等八类。单位分为公有单位和农村集体

（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外资／私营单位和个体

经营三类（见表１）。

相对剥夺感　相 对 剥 夺 感 是 将 自 己 当 前 的 分 配 状 态 与 他 人（群

体）、过去的分配状态作比较。当前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受访人对他

人的比较测量（Ｔｒｏｐｐ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９：７１２；马磊、刘欣，２０１０）。个人横

向剥夺的参照类为日常生活中联系最密切的人群，用“与亲戚（同学、同
事、邻居）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测量，并

取各项的算术平均值建立加总指标（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７７２）；群体

横向剥夺的参照类是广义的社会大众，用“与本县市的人（全国的人）的
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测量，取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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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Ｎ＝２　８６６）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误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误

职业分层

年龄 ４１．９１　 ０．８４ 　社会上中层 ０．０４　 ０．０１
女性 ０．４９　 ０．０２ 　中产下层 ０．０４　 ０．０１
党员 ０．０６　 ０．０１ 　技术工人／一般职员 ０．０６　 ０．０１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８．２４　 ０．０６ 　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 ０．１５　 ０．０３
地区 　个体工商户 ０．０５　 ０．０１

　东部 ０．４６　 ０．０６ 　农民 ０．４９　 ０．０４

　中部 ０．３９　 ０．０７ 　农村非农 ０．１３　 ０．０１

　西部 ０．１５　 ０．０３ 　城市其他 ０．０５　 ０．０１
挫折经历 单位性质

　歧视经历 ３．６４　 ０．１９ 　外资／私营 ０．１０　 ０．０１

　主观负担 ０．６６　 ０．０２ 　个体经营 ０．０６　 ０．０１

　不幸经历 １．０９　 ０．０７ 　公有／农村集体 ０．８４　 ０．０２
教育水平 相对剥夺感

　小学及以下 ０．４３　 ０．０４ 　个体横向剥夺 ３．０７　 ０．０１

　初中 ０．３２　 ０．０２ 　群体横向剥夺 ３．５６　 ０．０３

　高中 ０．１５　 ０．０２ 　个人纵向剥夺 ２．１３　 ０．０３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０　 ０．０３ 　群体纵向剥夺 ４．５６　 ０．０７

　　注：均值及相应的标准误的计算均基于复杂抽样设计。

１．对六类参照类的“横向剥夺感”的因子分析显示，“个体 横 向 剥 夺”和“群 体 横 向 剥 夺”两 个

因子的特征值依次为３．０４７和１．０６２，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６８．４８％。

建立加总指标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７８０）；个体纵向剥夺用“您目前

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
是差很多”测量。群 体 纵 向 剥 夺 的 测 量 问 题 为“改 革 使 有 的 人 失 去 很

多，有的人得到很多。您觉得您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四个

变量进行负向赋值，数值越大表明相对剥夺感越强。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党员、地区等人口学与社会环境

变量 以 及 挫 折 经 历。挫 折 经 历 是 不 公 平 抱 怨 的 来 源（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１９７２）。怀默霆（２００９）引入“不幸经历”衡量个人和家庭不平等相关挫

折经历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幸经历会导致人们对现有社会不公平

进行批评。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社会排斥等不公平经历（Ｏｒｋｅｎｙ，２０００）
是社会不公平感的微观成因。有研究发现，工人遭受的权益挫折、尊重

挫折和地位挫折对其公平感有重要影响，权益挫折同时引起工人经济

性、社会性和生理性的不公平感，而尊重挫折只对社会性不公平感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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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地 位 挫 折 是 经 济 性 不 公 平 感 的 一 个 原 因（罗 忠 勇、尉 建 文，

２００９）。本文的挫折经历包括主观负担、不幸经历和歧视经历。主观负

担用 “会因生大病、养老、孩子上学、养老指望不上子女而担心”测量，
取各项的算术平均值得到指标变量（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６８７）。不幸

经历指过去三年中自己或家庭发生过“得重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亲
近亲属去世、下岗或失业、难以支付医疗费、因学费而辍学、受到官员的

不公正对待、打官司、房屋被强拆或土地被征用”等不平等相关经历的

频次（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６０４）。歧视经历指自己及家人日常生活中

发生过“比其他人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得到医治、更难进入本地学校、别
人不愿意接近、别人对您的礼貌程度比对待其他人差、人们以别名来侮

辱您”等经历的频次（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８６７）。

（三）方法与模型
１．复杂抽样设计分析（ＳＶＹ）
传统统计分析假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是简单随机样本。实际调

查中考虑到成本和时间的限制，研究者通常基于复杂抽样设计（如分层

多阶段抽样等）收集数据，如果统计推论不考虑抽样设计（抽样概率、层
和群）的影响，会对总体作出有偏的点估计，或者获取比实际标准误更

小的标准误，因此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应该考虑到复杂抽样设计的

影响（Ｋｉｓｈ，１９６５）。ＳＴＡＴＡ提供复杂抽样设计分析方法，将抽样权重、
层和群等抽样设计信息纳入统计误差估计，有助于获得精确、无偏和正

确的统计推论。本文数据分析是基于复杂抽样设计。

２．序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本文利用序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来拟合“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

的决定方程。序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基于累积Ｌｏｇｉｔ模型。假设因变

量有１到Ｊ个定序的值，ｘ是解释变量的向量，那么因变量小于等于ｊ
和大于ｊ的累积Ｌｏｇｉｔ为：

ｌｊ（ｘｉ）＝ｌｏｇ
Ｐｒ（ｙｉ≤ｊ｜ｘｉ）
Ｐｒ（ｙｉ＞ｊ｜ｘｉ［ ］）＝αｊ＋ｘ′ｉβ （１）

　　公式１中，β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ｊ 是估计的截点，自变量的系

数可以转换为发生比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此外，该模型假设

自变量的效应在因变量各类别间固定不变，即回归系数不受因变量类

别差异的影响，这样拟合得 到 的Ｌｏｇｉｔ对 应 着Ｊ－１条 平 行 线，因 而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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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模型时需要对“比例性”假设条件进行检验，如果违背该假设，研究

者应 该 考 虑 限 定 更 为 宽 松 的 广 义 序 次 模 型（Ｌｏｎｇ　＆Ｆｒｅｅｓｅ，２００６：

２００）。需要说明的 是，由 于 似 然 比 卡 方（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检验不适用于复杂 抽 样 设 计 分 析，Ｂｒａｎｔ卡 方 检 验 不 能 实 现 比 例 特 性

检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６）提出在复杂抽样设计分析中利用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Ｗａｌｄ
统计量基于广义序次模型来检验比例特性，本文即使用该方法。

四、转型期公众的结果公平感与机会公平感

市场经济体制下，机会和结果构成人们评判分配公平程度的最基

本依据。基于对２００９年全国性代表样本的统计分析，表２描述了公众

对收入获得和流动机会公平程度的认知。
表２：公众的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感 （Ｎ＝２　８６６）（％）

结果公平感 总体比例 有效比例 机会公平感 总体比例

没工作，不适用 ２２．２６

少得多 ４．３３　 ５．５７ 非常不同意 ２．８１

少一些 ２２．０９　 ２８．４２ 不太同意 １９．０１

基本合理 ４１．０８　 ５２．８４ 中立 １３．３５

多一些 ４．１５　 ５．３４ 比较同意 ４７．３８

多得多 ０．０８　 ０．１０ 非常同意 １１．６９

不知道／无回答 ６．０１　 ７．７３ 不知道／无回答 ５．７６

注：“结果公平感”的应答有２２．２６％因“没工作”而被跳问，
所以有效总体为应答该题的７７．７４％的公众。

　　就 结 果 公 平 而 言，一 半 以 上 公 众 认 为 工 作 报 酬 是 公 平 的，其 中

５２．８４％认为“基本合理”，５．３４％认为“比应得的多”，然而仍有三成以

上公众认为“工作报酬比应得的少”，甚至５．５７％持“少很多”的强不公

平感。相对而言，公众更具机会公平感，大多数公众（５９．０７％）认为自

身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公平的，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说

法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为４７．３８％和１１．６９％。
持中立态度的占１３．３５％，但仍有两成多公众（２１．８２％）不认可机会公

平的说法。公众总体上表达了正向的分配公平评价，与 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

和吴晓刚（Ｗｕ，２００９）对分配公平感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大

多数公众接受了改革以来建立起的收入获得和社会流动分配制度，以

及该分配制度的配置结果。然而，上述结果仍表明，改革以来的社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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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非“没有输者”的转型（Ｌａｕ，Ｑｉａｎ　＆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０），相当比例的公众

表达了社会不公平感，这应该引起关注。
作为分配公平的两个最重要维度，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无论在哲

学诉求层面还是社会实践层面，都既联系密切又有冲突。而公众又如

何认知二者的关系？为 便 于 分 析，笔 者 首 先 将“结 果 公 平 感”的“多 一

些”和“多很多”合并，将“机会公平感”的“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合
并，以避免列联相关分析时出现空单元，并将“不知道”和“无回答”等进

行中间态度替代。列联表分析（见表３）显示 ，“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

平感”相互独立的假设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上被拒绝，二者仅存在微弱

的正向相关（Ｇａｍｍａ＝０．１７７，Ｐ＜０．１）。这支持了本文关于“结果公平

感”和“机会公平感”分别反映公众对分配公平不同维度的感知的假说，
从而使得进一步探讨二者不同的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表３：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相关关系 （Ｎ＝２　０３７）

结果公平感

少很多 少一些 基本合理 多一些 合计

机
会
公
平
感

不同意 １．６２　 ８．１５　 １１．３４　 １．３１　 ２２．４２
中立 １．０６　 ４．８４　 １２．１６　 ０．５４　 １８．６０

比较同意 ２．１６　 １２．４８　 ３０．８１　 ２．２１　 ４７．６６
非常同意 ０．７５　 ３．０４　 ６．１３　 １．３９　 １１．３１

合计 ５．５９　 ２８．５１　 ６０．４４　 ５．４６　 １００．００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　Ｕ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　２（９）＝５６．０７，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　Ｆ（３．０５，
１６１．５１）＝２．４８５，Ｐ＝０．０６２。

　　另外，确定主要社会群体的相对位置，不仅有助于定位各社会群体

的分配公平感，更为下文的多元回归分析做了探索性分析。为比较不

同群体的相对位置，可以将定序测量理解为对潜在变量“结果公平感”
和“机会公平感”重要门槛的测量，即利用“１－４”的赋值表示公众对“结
果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评分，数值越高代表越具公平感。同时，依据

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单位类型和地区等主要客观维度，分
别计算出各群体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平均得分，以“结果

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总体均值为分界线，可以简要区分出归入两

种公平感四种不同组合的人群（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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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主要社会群体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

机会公平 机会不公平

结果公平

高收入，中高收入
高中学历
１８－２９岁
社会上层，中产下层，个体工商户
一般职员，农村非农
外资／私营单位

女性
中低收入
小学及以下学历
中部
农民
农村集体单位

结果不公平

男性
中等收入
３０－３９岁
初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
中产上层，技术工人
国有单位，个体，无单位
东部，西部

低收入

４０－７０岁

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

　　尽管表４各组合包含了多个维度的客观群体，但仍可以从中概括

出几种分配公平感所赖以存在的群体性特征。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

位高、年轻、市场化更高的人群倾向于认为结果和机会分配都公平；社

会经济较高、中年、市场化程度低的人群则认为尽管有公平机会但缺乏

结果公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农村居民认为尽管结果公平但缺乏公平

的机会；而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中老年人群则认为自己同时缺乏结果和

机会的公平。当然，表４只提供分配公平感在主要客观不平等维度上

的简要图式，并未考虑统计控制，下文将结合客观维度与主要的主观维

度来探索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

五、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

为检验不同因素对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分别设

置了４个嵌套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见表５）。模型１是基准模型，只

纳入控制变量；模型２增加了社会结构等客观变量；模型３将相对剥夺

感等主观变量纳入；模型４是最终模型。所有模型均利用复杂抽样设

计的序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估计。该方法不能报告对数似然值和伪决定系

数等比较模型解释力的指标，本文提供一般Ｏｌｏｇｉｔ模型的拟合指标作

为参考。

（一）结果公平感分析
表５报告了结果公平感的回归分析结果。全模型通过了比例特性

检验，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比例特性，因而有理由利用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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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拟 合 数 据１。比 较 四 个 模 型 的 对 数 似 然 值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和伪决定系数（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可以发现，模型２和模型３的解

释力显著优于模型１，而模型４的解释力最优，这表明纳入社会结构和

相对剥夺感等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控制变量中年龄和党员

对结果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上比男性更具结

果公平感，中部居民也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上比东部居民更认可结果公

平。不幸经历显示了预期的负向效应，但纳入相对剥夺变量后不再统

计显著，而歧视经历在同时纳入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后反倒边缘显著，
这可能源于歧视经历与其他自变量的相关关系。人们对医疗、养老和

教育的主观负担会降低结果公平感，主观负担每增加１个单位，人们倾

向结果公平感知的发生比只有原来的５４．１％，这反映了“社会和经济

不安全”的效应（Ｈｏｇａｎ，Ｃｈｉｒｉｃｏｓ　＆Ｇｅｒｔｚ，２００５），暴露在社会和经济不

安全状态下的公众更易于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进而也会要求以社会

保障和社会救助来实现公平。

１．“比例特性”检验基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６）编写的Ｓｔａｔａ命令“ｇｏｌｏｇｉｔ２”。

模型２和４显示，社会结构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比较复杂，本文从

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和单位四个方面考察其影响。第一，模型２显示，
家庭人均收入对结果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控制了相对剥

夺变量（模型４）后，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每变化１个单位，引起结果公

平感的发生比也为原来的１．２７４倍，表明收入越高越具有结果公平感。
第二，教育水平的影响并非线性，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更倾向于认为

结果分配不公平，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比小学及以下者倾向结果

公平认知的发生比低０．５４１，而高中学历则与小学及以下没有显著差

异，初中学历者只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上比小学及以下更缺乏结果公平

感。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之所以对其结果分配持批评态度，可能与高教

育者对收入回报的高期望与现实获得的低水平存在落差有关。第三，
控制其他变量后，相比于农民，除社会上中层、中产下层、农村非农就业

者外，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倾向结果公平认知的

发生比只有农民发生比的３４．７％和４７．８％，而技术工人、一般职员也

在９０％的置信度上比农民更倾向不认可结果公平。最后，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外资／私营单位、个体经营者雇员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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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集体就业者相比，尽管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单位的差

异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在现阶段并不显现。总体上，社会结构的效应

与研究假设既有一致也有差异，其中收入的影响与假设保持一致，而教

育水平和职业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则存在非线性关系，高等教育水平

的人和城市中下层就业人群更倾向于对其分配结果持批评态度。
在相对剥夺方面，横向相对剥夺对结果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纵向相对剥夺无此效应。就横向相对剥夺而言，个体横向剥夺在９９％
的置信水平上影响着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判断，群体横向剥夺没有显著

影响。模型４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横向剥夺每增

加１个单位，引起结果公平感属于高组的发生比就只有低组的４１．６％，
即人们的个体相 对 剥 夺 感 越 强，就 越 认 为 自 己 的 收 入 所 得 分 配 不 公

平。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纵向相对剥夺衡量人们对个体或群

体社会流动的感知，而人们在生成结果公平感时大多定位在某一特定

时点，比较的对象主要是该时点的其他个体或者群体，因而纵向相对剥

夺几乎不影响结果公平感；另一方面，在横向社会剥夺中只有个体相对

剥夺感的效应与假设一致，即公众对结果公平的感知主要源于与个体

周围的小圈子成员（如亲戚、同学、同事和邻居）的比较，不涉及与更广

泛的“他者”群体（如本县市或全国的其他人）的比较。这一发现与以往

研究关于“自我中心的剥夺感”（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Ｄ）在 个 体 微 观 行 为 上 发

挥关键作用一致（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１９６６）。“自我中心剥夺感”在中国公众生

成结果公平感时的强效应可能与中国人在形成社会关系时依赖于亲疏

远近的“差序格局”有关（费孝通，［１９４７］２００５）。社会比较的对象选择

过程嵌入于人们的社会网络，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越强、越频繁、越复

杂，就越可能互相比较（Ｇａｒｔｒｅｌｌ，２００２）。在差序格局下，人们所处的社

会关系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依据，“由己推

人”建立起来的圈层结构，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发生在封闭的小圈子

里，人们形成微观公平感时不可避免地会以小圈子成员为参照。

（二）机会公平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６的数据显示的是机会公平感序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结果。

四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和伪决定系数显示，模型２和模型３的拟合水

平显著优于模型１，尤其是考虑相对剥夺感的模型３显著地提高了模

型的解释水平。模型４最好地解释了机会公平感，而最终模型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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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特性检验。首先，控制变量中的党员、歧视经历、不幸经历对机会

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机会公平感有负向影响，女性比男性更

多地感受到机会不公平，这与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比老年人、男性比女性

具有更多的机会密切相关，不过这种效应在控制了人们社会结构的差

异后只达到边缘显著或不再显著。中部居民比东部居民更缺乏机会公

平感，控制了社会结构后，二者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西部居民比东部居

民更具机会公平感。此外，影响机会公平感的挫折经历也是主观负担，
人们感知到的医疗、养老和教育负担越重，就越不认为自己有向上流动

的公平机会，主观负担每强化１个单位，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知的发生

比就只有原来的９２．５％。
在社会结构方面，基于模型２和４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职业和单

位显著影响公众的机会公平感，收入与机会公平感无关。第一，模型２
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对机会公平感有正向影响，但纳入相对剥夺变量

（模型４）后，家庭人均收入不再显著。第二，教育水平对机会公平感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吴晓刚（Ｗｕ，２００９）的发现一致。初中和高中

学历的公众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分别是小学及以下人群的１．３１５
倍和１．４３６倍，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最高，是小

学及以下者的１．７９１倍。众所周知，教育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
也是促成机会公平的主要途径（Ｒｅｉｍｅｒｓ，２００５），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

意味着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也更易感受到机会公平。第三，职业对机

会公平感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模型２中技术工人／一般职员、非技术工

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城市其他等城市中下层对自身机会公平的评价

显著低于农民，而其他职业群体与农民没有显著差异，而模型４控制了

相对剥夺后，只有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影响仍然统计显著，
其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只有农民的５５％。技术工人／一般职员和

城市其他群体的机会公平感不再统计显著，表明相对剥夺对这两类人

群形成机会公平感的过程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差异对机会公平感也具有一定影响，市场化程

度更高的外资／私营单位就业者更认为自己有提高生活水平的公平机

会。与公有单位和农村集体相比，外资／私营 单 位 雇 员 在９０％的 置 信

水平上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是前者的１．７５３倍，而个体经营与前

者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所有制差异及相关的分配制度在塑造人们对

·８２１·

社会·２０１２·６



机会公平的感知上发挥着作用。与国有和集体制下的“大锅饭”和“平

均主义”不同，私有产权及相应的市场分配机制更能促进社会流动的平

等机会。概括起来，与社会结构假设一致的部分主要反映在教育的影

响上，职业和单位类型只有局部影响，收入与机会公平感无关。
与相对剥夺对结果公平感的影响不同，横向剥夺和纵向剥夺都对

机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个体和群体纵向剥夺如预期一样与机会公平

感负相关，个体横向剥夺也对机会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首先，由
于纵向相对剥夺主要 涉 及 个 体（或 其 所 属 群 体）与 过 去 分 配 状 态 的 比

较，因而更可能直接与人们对流动机会公平与否的评价相联系。模型

３和４显示，个体纵向剥夺和群体纵向剥夺与机会公平感呈现稳定的

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个体纵向剥夺每强化１个单位，引
起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的发生比就变为原来的６５．９％，群体纵向剥夺

也存在类似效应，１个单位的变化导致人们的机会公平感比原来降低

了１０．５％。其次，尽管群体横向剥夺如预期一样与机会公平感无关，但

个体横向剥夺不仅影响结果公平感的形成，也塑造了公众的机会公平

感。在统计上，个体横向剥夺每增加１个单位，人们倾向机会公平感的

发生比就会变为原来的６３．７％。上述结果再次确认了个体相 对 剥 夺

在解释微观公平感中的重要作用。个体横向剥夺和个体纵向剥夺均对

机会公平感有重要影响，这无疑与中国社会在形成社会关系时存在以

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有关。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并未形成如西方社

会以阶层、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群体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

仍保持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在定位自身时主要参考与自

己比较亲近的小圈子成员，而不 会“看 到”遥 远 的“他 者”或 抽 象 的“群

体”。实际上，即便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社会比较也主要发生在同质性

群体内（Ｅｖａｎ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Ｓｍｉｔｈ　＆Ｌｅａｃｈ，２００４）。此外，群体纵向剥

夺影响机会公平感，也与其测量方法不无关系，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变迁为背景来测量群体纵向剥夺实际上将纵向比较延长到３０年，
长时段允许公众有充分信息来与“他”群体进行比较（Ｇａｒｔｒｅｌｌ，２００２）。

六、总结与讨论

社会公平感反映人们对当前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状态的评价。本文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实证分析公众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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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探索并比较影响二者的结构性和社会心理动因。与现有的文献重

点关注结果公平感不同，本文同时关注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研

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公众认可当前的结果和机会分配状态，但仍然有相

当比例的公众缺乏结果和机会公平感知。相比而言，公众的机会公平

感高于结果公平感，相关分析显示二者存在边缘显著且微弱的正相关

关系，即二者反映了分配公平感的不同纬度。因此本文分别对二者建

模以探讨社会结构和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不同维度的影响。
社会结构在塑造分配公平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有研究对于社

会结构解释存在争议（马 磊、刘 欣，２０１０；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本 文 发 现 社 会

结构对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均有重要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就结果公平感而言，收入显著地促进结果公平感，是最重要的社会结构

解释因子；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可能由于对收入回报的高预期而更

多地表达结果不公平感；非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等

城市中下层就业人群缺乏结果公平感。就机会公平而言，收入与机会

公平感无关；教育与机会公平感正相关，且影响巨大；非技术工人和商

业服务业员工等城市下层就业人群也缺乏机会公平感；单位差异不影

响结果公平感而影响机会公平感，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

单位雇员更显著倾向表达机会公平感。简言之，结果公平感与收入密

切相关，而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决定，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其结

果分配和流动机会均持批评态度。
本文肯定了相 对 剥 夺 解 释 的 重 要 性，并 基 于“个 体—群 体”和“纵

向—横向”相对剥夺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其对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感知

的不同影响机制。首先，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微观分

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个体横向剥夺是影响结果公平感的唯一相对

剥夺变量，而个体横向剥夺和个体纵向剥夺同时影响机会公平感。其

次，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主要受纵向剥夺的影

响。上述发现表明，相对剥夺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与信

息暴露度的影响。中国人是基于差序格局而不是团体格局组织社会关

系（费孝通，［１９４７］２００５），因而以个体周围小群体成员为参照而产生的

“自我中心剥夺感”发挥着强效应。此外，信息也限制着人们与距离较

远的“他者”群体的比较，除非使人们暴露在较充分的信息中，否则人们

对社会中遥远的“他者”只会存在抽象映像而难以有效比较。纵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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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的效应也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本文将纵向群体比较的时间延长至三

十年从而确保公众能对“他”群体有充分信息进行比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囿于数据，本文在“机会公平感”和

“群体相对剥夺”的测量上存在不足。目前尚未有成熟的“机会公平感”
量表，而“群体相对剥夺”的参照类在设计上相对有限，后续研究应有所

改善。其次，本文有关相对剥夺感作用于分配公平感的机制解释参考了

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如社会比较的对象选择嵌入于个体的社

会网络（Ｇａｒｔｒｅｌｌ，２００２；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２００２），且起作用的社会比较依赖于个体

对比较对象的信息量和社会化过程（Ｓｃｈｏｒ，１９９８）的作用。然而，本文由

于缺乏相应数据而未能进行实证验证，期待后续研究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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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ｃｅｓ，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林平、郭志坚．２００４．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Ｊ］．社会
学研 究 （６）．［ＬＩＵ　Ｌｉｎ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Ｏ　Ｚｈｉｊｉａｎ．２００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ｂｓｅｎｃ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ｏ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欣．２００４．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Ｇ］／／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 社．［ＬＩＵ　Ｘｉｎ．２００４．“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ｇ，Ｊ．Ｓ．ａｎｄ　Ｊ．Ｆｒｅｅｓｅ．２００６．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２ｎｄ　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ａＣｏｒｐ　ＬＰ．

罗忠勇、尉建文．２００９．挫折经历、人 力 资 本、企 业 制 度 与 城 市 工 人 的 社 会 不 公 平 感［Ｊ］．
社会（２）．［ＬＵＯ　Ｚｈｏｎｇ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ｗｅｎ．２００９．“Ｓｅｔｂａｃ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磊、刘欣．２０１０．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Ｊ］．社 会 学 研 究（５）．［ＭＡ　Ｌｅｉ　ａｎｄ
ＬＩＵ　Ｘｉｎ．２０１０．“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ｌｓｏｎ，Ｊ．Ｍ．ａｎｄ　Ｎ．Ｊ．Ｒｏｅｓｅ．２００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ｌｋｅｒ，Ｉ．ａｎｄ　Ｈ．Ｊ．Ｓｍｉ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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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ｋｅｎｙ，Ａ．２０００．“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ｓｏｎ，Ｄ．Ｓ．，ｅｔ　ａｌ．Ｏｘｆｏｒｄ：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Ｔ．Ｆ．２００２．“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Ｋｅ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ｌｋｅｒ，Ｉ．ａｎｄ　Ｈ．Ｊ．Ｓｍｉ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ｏｌｋ，Ｄ．Ｍ．２０１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ｄｅｅ，Ｄ．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ｌｄｅｎ，ＭＡ：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Ｒｅｉｍｅｒｓ，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ｅｄ．）．２００５．Ｕｎｅｑｕ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ｎｅｑｕａｌ　Ｃ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ｅｍｅｒ，Ｊ．Ｅ．１９９８．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Ｗ．Ｇ．１９６６．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Ｓｃｈｏｒ，Ｊ．１９９８．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ｐ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沈明明，等．２００９．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２００８［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ＳＨＥＮ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０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ｍｉｔｈ，Ｈ．Ｊ．ａｎｄ　Ｃ．Ｗ．Ｌｅａｃｈ．２００４．“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４（３）：２９７－３０８．

孙立平．２００６．断裂：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中 国 社 会 的 分 层 结 构［Ｇ］／／当 代 中 国 社 会 分
层：理论与实证．李友 梅、孙 立 平、沈 原，主 编．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ＳＵＮ
Ｌｉｐｉｎｇ．２００６．“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　Ｙｏｕｍｅｉ，ＳＵＮ　Ｌｉ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ＥＮ　Ｙｕ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孙明．２００９．市场转型与 民 众 的 分 配 公 平 观［Ｊ］．社 会 学 研 究（３）．［ＳＵＮ　Ｍｉｎｇ．２００９．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ｏｐｐ，Ｌ．Ｒ．ａｎｄ　Ｓ．Ｃ．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９．“Ｉｎ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９（５／６）：７０７－７２４．

Ｖｅｒｂａ，Ｓ．ａｎｄ　Ｇ．Ｒ．Ｏｒｒｅｎ．１９８５．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Ｖｅｒｗｉｅｂｅ，Ｒ．ａｎｄ　Ｂ．Ｗｅｇｅｎｅｒ．２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ａｐ．”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３（２）：１２３－１４９．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１０．“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Ｒ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ｈｙｔｅ，Ｍ．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王甫勤．２０１１．当代中国大城市居 民 的 分 配 公 平 感：一 项 基 于 上 海 的 实 证 研 究［Ｊ］．社 会
（３）．［ＷＡＮＧ　Ｆｕｑｉｎ．２０１１．“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绍光．２００６．平等问题研究框 架［Ｇ］／／收 入 分 配 与 社 会 和 谐．权 衡，主 编．上 海 社 会 科
学院 出 版 社．［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ＱＵＡＮ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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